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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敬文先生与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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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印文章】

  一位百岁老人走了。他是人民的学者，平凡而伟大，也是深受广大少数民族同胞尊敬和爱戴的慈祥老人。挥泪永别钟敬文先生的人

们大概还记得放在先生遗体前的那一条条洁白而圣洁的哈达。这洁白而圣洁的哈达深深地寄托着少数民族同胞和从事民族民俗文化事业

的专家学者们对钟敬文先生的无比怀念之情。钟敬文先生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国民俗学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事业，又以博大的胸怀倡

导和关心着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和民俗文化的研究，在他发展中国民俗学的思想战略中一直强调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要尽量注意培

养本民族自己的专家学者，而且亲手培养了众多的少数民族民俗学博士和青年学者。因此，钟敬文先生的逝世，也是我国少数民族民俗

文化研究事业的一大损失。今天我们纪念这位给中国民俗学界留下巨大思想和精神财富的老人的时候，很有必要探讨他对我国少数民族

民俗文化研究事业的特殊贡献。我的这篇文章将从梳理和摘录钟敬文先生著述中有关民族民俗文化方面的论述和观点入手，钩沉钟敬文

先生的民族民俗文化研究方面的重要思想，又联系钟敬文先生参与关心少数民族民间文学、民俗文化研究事业方面的活动和自己在钟先

生身边的日子里体验到的钟先生培养少数民族民俗学人才的思想，初步论述钟敬文先生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贡

献。  

一、钟敬文先生早期学术研究中对民族民俗文化的关注和探讨 

  众所周知，钟敬文先生的民俗学研究事业是从歌谣的搜集记录和歌谣学的研究开始的。 钟敬文先生在广泛搜集歌谣的过程中首先

接触到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1925年胡怀琛著《中国民歌研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钟先生读了之后1926年7月写了一篇书评，重点

对该书《近代抒情的短歌及其他短歌》的内容提出了批评，钟先生说：“这八节中所收罗的歌谣的地域，只及我国六省，直隶，江苏，

安徽，浙江，广东，广西。拿这一小部分地域所产出的歌谣，来代表中国全部近代的抒情歌，未免有点过于简单疏漏罢。满、蒙、回、

藏各族的，且不必说，就是如甘肃的话（花）儿，云南的山歌，淮南的民歌，四川的佛偈子，以及广西僮人的情歌，云南果倮的俗歌等

等，都各具有一种特殊的风俗与内容，足以代表一地域或一民族的思想、情感、礼俗等的。胡君忽略了这些，真教近代的抒情歌，减声

褪色不少了。” 钟先生指出了中国民歌不仅要在地域上包括全国各省各地区的歌谣，而且在民族上也应该包括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

歌谣，并且特别强调不同地域和不同民族的歌谣都有其特殊的风俗和内容，从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民歌。正如钟先生一直强调中国

民俗学是多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那样，在这里已经表露出中国歌谣学也是多民族歌谣学的学术思想。这在钟先生早期治学思想来讲是难能

可贵的。很可能与这个观点有关，钟先生在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搜集记录的歌谣中颇重视南方少数民族的歌谣。在他不同时间里搜集和编

辑的歌谣集中收入了俍、僮、畲、瑶等少数民族的歌谣。其中注释和翻译清代李调元记录的《粤风》中的瑶歌、俍歌、僮歌很有代表

性。钟先生交代注释和翻译过程时说：“这本书内容共分四部分，就是：一、粤歌；二、瑶歌；三、俍歌；四、僮歌。这四部分中，粤

歌自然是很好懂的。瑶歌虽有许多地方非看注不行，但是大致还可说颇易明了。惟独俍、僮二歌，便太难了。它的语词、文法，简直和

外国语一样，我们念起来，正好像在诵音译的佛经一样，全不懂得它里面说些什么。尽管经我们好学的前辈李调元先生辛苦地做了许多

注释，但费解的地方，仍然不少。了解且不易，欣赏更无从说起了。那么，我们即使标点了出来，大家怎能读得懂并感觉兴趣呢？为

此，我正在踌躇着，恰巧新认识的友人刘乾初君提议合力把他翻成国语，我一时茅塞顿开，觉得非这样不可。于是，我们就着手译述工

作，现在那些译稿已经大略草定，需要再整理一下，方可以编成专书付印；因而这部《粤风》重编本也就永远和它分家了。” 而经过

钟先生和刘乾初合译，从李调元的《粤风》中分家出来的俍歌和僮歌就是1928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编印的《俍僮情歌》。其学

术价值，正如陈子艾教授所评论的那样，是“我国现代歌谣学建设史上具有开拓意义的创造性工作。” 虽然钟先生翻译这些歌谣的最

初的目的只是为了了解和欣赏，但是，可以说这是钟先生献给当时中国歌谣学运动的一份少数民族歌谣的厚礼。马昌仪先生的评价很有

代表性：“当然，这并不是说他对这些少数民族歌谣已经有了很深的了解，但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我国的少数民族还处于被压迫被奴役

和被歧视的社会地位，一个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能够蔑视封建传统，打破民族偏见，给被歧视的‘野人文艺’‘鄙陋的俚歌’以应有的

学术地位，这在当时应该说是一种学术上的革新。”  

  钟敬文先生早期的民族调查活动主要与他在中山大学任教期间的人类学调查活跃的学术环境有关系。钟先生1927年发表的《惠阳畲

仔山苗民的调查》 和1928年发表的《僮民略考》 两篇文章表现出了当时钟先生对人类学田野调查和民族研究的最初兴趣。在当时的民



族调查活动中，钟先生是从民俗学研究者的角度进入的。1928年3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接受容肇祖的提议，由容肇祖和钟敬

文邀请在广州为广东国民党党员会议跳舞的粤北瑶族同胞到中大跳舞，“并查问其风俗习惯，以供研究”。 当时，钟先生写的几篇有

关少数民族的调查和考证文章都是从为人类学和民族学研究提供资料的愿望出发的。在《惠阳畲仔山苗民的调查》的“小引”中钟先生

说：“我们广东境内，多化外的民种，惠阳县畲仔山的苗民，便是其一了。这种文化未启的民族，他们一切的生活、习尚、思想等，都

足以供人类学者，社会学者，历史学者，及其他各种专门家的考察探究。我自己虽然不是什么学者专家之类，没有急切要知道那些东西

的要求，却颇愿意尽薄力所能，给他们一点儿研考上的材料。所以我把它简略调查一下，草草整理出来，以供献于他们之前。” 这篇

文章中“苗民生活”分（1）居住、（2）衣饰、（3）食物、（4）职业、（5）技艺、（6）经济，“苗民风俗文化及其它”分（1）风

俗、（2）语言、（3）文字、（4）教育、（5）歌谣、（6）民族起源传说等内容。但是，钟先生当时的调查文章中也存在着问题，钟

先生交代这篇文章的基本材料时说：“从我们家到畲仔山，只有一百多里路，我久矣想到那里亲考察一下。可是为了俗事羁绊，直到现

在还没有去过。这篇小文，大部分的材料，是一个姓黄的朋友供给我的。他曾亲到过那里一回，又常和到那里去的习熟，所以知道的颇

详细，虽然他们自己谦说这些材料，恐或有靠不住的地方，并且太过于简略了，我曾请托过一位住在畲仔山附近地方的朋友，替我去细

蜜地调查一下，此刻，他的材料尚未写好交来，我却恐怕自己过此以后再没有作这工作的机缘，所以就不及等候的，把这文草了出

来。”现在的人类学家对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多数研究民族学的学者，特别是那些没有将民族学作为职业来认同的作者，没有认识

到田野调查在民族学研究中的意义和作用，未能进行田野调查，甚至没有搜集实地调查资料的经验。” 我认为，这种批评是认真和科

学的，但是在当时民族学还没有完全形成的早期，一些缺点是难免的，不过这种行为的实际意义还是要肯定的。后来，钟敬文先生的所

有文集里见不到这篇文章，钟先生也从不提起它，也说明了先生本人早已认识到它的缺点和对它的不满。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中国民族

学早期历史上比较早出现的民族调查（实际上这是《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第一篇民族调查的文章），在这一点上有它的历

史意义。很可能与此有关，几年以后钟先生东渡日本，系统学习了民间文学、民俗学理论和人类学理论。钟先生的另一篇文章《僮民略

考》中说：“大约，是两三个月前的一天了，我和绍孟在编辑室随便的谈天，不知怎的，起、竟牵涉到我国西南部汉人以外各民族的问

题，于是，我们决定在《语言历史学周刊》上出一个专号。” 不过，这篇文章也是钟先生根据文献材料对壮族做的大纲式的考证。但

是，我们看出，当时《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出西南民族研究专号，还是钟先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当时，这种做法是比较

普遍存在的，因此《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编后”中说：“我们觉得这刊物缺少实地调查的材料，多是纸上材料的措施整

理。……真正要把纸上材料措施得妥善，也并不是很容易的事。”  

  钟敬文先生1936年1月在日本东京写的《〈异民族土俗专辑〉序言》中已经指出了民族志工作和科学采集问题：“近代世界学术坛

上，生长了两种很有意义同时又富于趣味的学问，这就是民族志和民族学。两者作为学问而成立的方法很不相同，即大体上说，前者是

记叙的，具体的。反之，后者是理论的，概念的。但是，两者的关系，却又很密切——至少，后者成立的基础，要建置在前者之

上。……而眼前，在我们自己国境之内——姑且仅限于我们国境之内，四处尚生息着文化晚熟的少数民族。他们一切的土俗——社会组

织、生活习惯以及器物、信仰、艺术等，正是人类文化史的一份珍贵的资料。假若现在我们不趁快动手采集，那么，时机一过，人类的

这份可贵的遗产，便要永无可补救地丧失了。” 钟先生在这里是从民族志学的角度重新认识我国少数民族的文化。钟先生受到进化论

人类学派的影响比较深，因此非常强调各少数民族民族志资料在文化史研究中的重要意义，这在他解放以后所写的许多文章中都体现出

来：“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承认，民族志及民族学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于我国乃至于世界文化史及一般文化科学的研究和发展，

都是极其宝贵的。因为中国境内有五十多个兄弟民族，他们不但所住的地域各自不同，所处的社会形态也大相悬殊。……这几十个民

族，差不多把人类所经历的社会阶段状况，同时地展开在我国辽阔的版图上。它成了社会发展史的形象的再现。这对学者们进行社会、

文化各学科的考察、研究是何等有利的条件！” 我们在钟先生以后的研究中偏重于文化史的研究和对民族志的重视看出，钟先生在日

本所学习的民族学和人类学的理论更多地是属于理论方面的，而不是以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为目的。因此，钟先生回国以后仍然从事他原

来的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的研究，而没有转变成职业的民族学家和人类学家。同时，钟先生通过接受人类学、民族学和民族志的系统训

练，对我国民族民俗文化有了进一步的理论认识，认识到中国民俗学的多民族特征。在这一点上，钟先生与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先

生的“一国民俗学”有所不同，他是主张比较民俗学和多民族民俗学的。正是这种观点上的微妙的不同，致使钟先生在日本学习民俗学

期间没有去拜访他十分尊敬的柳田国男先生。钟先生后来回忆说：“至于柳田国男先生，他是当时日本民俗学的权威，他的代表作是

《民间传承论》、《乡土生活研究法》等书。但我没有去拜访过他，原因一来他是研究一国民俗学的；二来我看了他的著作，觉得自己

还没有请教他的资格。” 钟先生虽然谦虚，但是他对柳田国男的“一国民俗学”观点是一直有自己的看法的。 

  钟敬文先生的早期治学道路上对民族民俗文化的认识和学术思考经过了一个从摸索到理论认识的发展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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